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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

崔世广

内容提要: 明治维新是从开国到颁布明治宪法、开设国会的一个历史过

程。明治新政府建立的宪法体制，从根本上规定着近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对

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治宪法体制存在缺陷和漏洞，再加

上日本政治文化的制约作用，在近代日本的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衍生出了

新的政治力学结构。居于顶层的天皇基本上只是权威性的存在，居于中间层

的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个政治集团则成为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势力，而

居于底层的民众也会通过舆论影响政治。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导致近代

日本出现了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势力轮流掌权，藩阀元老政治、政党

政治、军部政治相继登场的独特景象。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审视明治维新与

近代日本的关系，对重新认识明治维新乃至近代日本的性格特质或有某种新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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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年，日本在幕末的风云激荡中实现了明治维新，走上了模仿西方的

近代化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非欧美国家的唯一特例，很快便跻身

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还引起了全球规模的国

际关系的剧变。日本学者三谷博曾指出: “现在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东亚的国

际秩序，都与开始于 19 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变革引起的这一波动，以及对周边

区域实施的统治与造成的伤害有关。”① 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完全适用于明治

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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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谷博: 《黑船来航》，张宪生、谢跃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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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是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各种研

究成果如汗牛充栋。① 概括而言，关于明治维新的开始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

即“天保说” ( 始于幕末的 “天保改革”) 和 “开国说” ( 始于 1853 年的
“黑船来航”) 。关于明治维新的结束期，则依次有明治四年 ( 1871 年) 的
“废藩置县说”、明治十年 ( 1877 年) 的 “西南战争说”、明治十七年 ( 1884

年) 的“自由民权运动结束说”以及明治二十二、二十三年 ( 1889 年、1890

年) 的“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说”或“帝国议会成立说”。在中国学界，

还有吕万和把明治维新的下限定在 1894 年 ( 签订日英新约和挑起甲午战争) 、

万峰将其定在 1911 年 ( 最终完成修改不平等条约) 的主张。② 关于明治维新
的性质，则主要有“绝对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

命”、“革命和改革”与 “民族运动”等观点。③ 可以说，上述关于明治维新
的见解的多样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治维新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中国以往的明治维新研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对明治维新本身的探讨上，

而对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的关联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考察。虽然有
学者指出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或者 “局限性”④， 但对这种不彻底性
和局限性与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其与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关联，

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解释。

在日本，对明治维新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见解，作家司马辽太郎那样的明
治维新论，应该说代表了相当多日本人的看法。他积极肯定和歌颂明治维新

到日俄战争为止的历史，而对昭和前期的历史则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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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日本，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举出: 遠山茂樹 ?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51 年; 坂田吉
雄 ?明治维新史?、未社、1960 年; 藤原彰 ?明治维新?、讲谈社、2003 年; 三谷博 ?明治维新を
考える?、岩波书店、2012 年; 明治维新史仝编 ?讲座 明治维新? ( 全 11 ) 、有志佘、2010—
2017年。在西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举出: 诺曼·赫伯特: 《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长春: 吉
林出版集团，2008 年 ( 原著 1940 年出版) ; 威廉·G. 比斯利: 《明治维新》，张光、汤金旭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原著 1972 年出版) 。在中国，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举出: 吴廷璆: 《明
治维新与维新政权》，《南开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4 年 7 月号; 周一良: 《关于明治维新
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 》1962 年第 4 期; 吕万和: 《简论明治维新》，载中国日本
史研究会编: 《日本史论文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

吕万和: 《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2 页。
参见武安隆、王家骅: 《明治维新史研究述评》，《世界历史》1979 年第 5、6 期。
参见吴廷璆、武安隆: 《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治维新》，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 《日本史论文

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 吕万和: 《简论明治维新》，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
编: 《日本史论文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

司馬遼太郎 ?明治という家?、NHK出版、1989 年。?こののかたち? ( 一) 、文藝春秋、
1990 年。?こののかたち? ( 四) 、文藝春秋、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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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明治”与 “黑暗的昭和”的二分论，明显割裂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

本的连续性，不能解释从“美好的”明治维新中怎么会产生出 “丑恶的”法

西斯主义，因而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如果从这样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

不仅难以恰如其分地评价明治维新，也难以准确地理解近代日本所走过的

道路。

基于上述现状，本文尝试综合运用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力学的研

究手法，主要从政治过程论的角度来考察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的关联，以期

为从明治维新看近代日本、从近代日本看明治维新提供某种新的思路和见解。

一、明治维新与明治宪法体制的成立

笔者比较倾向于将明治维新定义为民族主义变革的观点，即认为明治维

新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来自西方列强的外压，其实质上是一场包括革命和改革

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此相关联，关于明治维新的断限，笔者认同明治维

新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将明治维新的始点定在 1853 年开国，将其终点定

在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或 1890 年开设国会比较合适。

1853 年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节点，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

领四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的浦贺港，逼迫日本开国通商。1854 年，在美国的

武力威胁下，日本和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随后，英国、俄

国、荷兰等西方列强也效仿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

打破了日本长达 200 多年的锁国状态，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日本国

内出现了激烈的“尊王攘夷”运动，原来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天皇

和有实力大名，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幕末日本进入了剧烈动荡的时期。

1863 年发生于萨摩藩与英国之间的“萨英战争”，和 1864 年英国、美国、

法国、荷兰四国舰队炮轰下关的 “下关战争”，是日本幕末政治的重要转折

点。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失利，对西方列强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长州

藩则经过“下关战争”的失败，使攘夷志士们意识到攘夷之不可行，从而走

上了“尊王倒幕”的道路。1866 年，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军事同盟，导致幕

府第二次征伐长州战争失败。1867 年，萨摩藩与长州藩决心联合武力讨幕，

在同年 10 月幕府的“大政奉还”上奏获得朝廷许可的情况下，于 12 月 9 日

依靠武力发动政变，挟朝廷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

新政府。经过 1868 年 1 月开始的 “戊辰战争” ( 1869 年 5 月结束) ，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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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彻底打败了幕府方面军，成功统一全国，取得了倒幕维新革命的胜利。

实际掌握了政权的维新派 ( 西南强藩的中下级武士) ，最初并未明确建国的

目标。在倒幕成功后的立国过程中，维新派也分为民族主义派、工业化派、民

主化派等几种势力，有着不同的国家构想。① 可以想象，在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

势下，由国内改革来建设近代国家会面临各种矛盾和曲折。但是，经历过幕末

惊涛骇浪的维新领导人，充分发挥了群体的智慧和才能，领导日本逐步构筑起

近代国家体制。1871年，断然实行“废藩置县”，树立起中央集权政府，完成

了国内的政治统一。1873 年，成功压制政府内的“征韩论”，实行优先整顿内

治的政策，迫使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征韩派下野。1877 年，在“西南战争”

中成功镇压以西乡隆盛为首领的士族叛乱，解除了最大威胁，奠定了新政府的

基础。1881年，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廉价处理北海道国有资产引发舆论激愤、

参议大隈重信的激进主张带来政府内部严重对立的险恶局势下，又通过发动
“明治十四年政变”，发布“开设国会敕谕”，承诺以 1890 年为期召开国会，成

功化解了政治危机。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 ( 下称“明治宪法”) 颁布，

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体制正式成立。明治宪法的

颁布和国会的召开，是倒幕维新以来立国过程的终点，标志着明治维新的结束。

对明治新政府而言，其“肩负的最大课题有两个: 一个是独立，一个是

文明。独立，是就国际地位而言; 文明，是就社会发展而言”②。为了完成这

两个课题，明治政府一方面需要调动和利用日本的传统资源，另一方面需要

顺应世界大势获取西方的近代资源。在倒幕维新后发布的 《五条誓文》中，

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志向: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大展经

纶; 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历来之陋习，

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③

但是，传统的和近代的、日本的和西方的这两种资源，是根植于不同历

史文化、有着不同原理和内涵的。将两者结合，纳入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明

治宪法中，对维新领导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

法制定者，从日本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在经过多方利弊权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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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坂野润治: 《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崔世广、王俊英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第 1、2 页。

武寅: 《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3 页。
《五条誓文》，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1 年，第 168 页。在该书中，“五条誓文”为“五条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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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参考西方特别是普鲁士的立宪政治经验，最终将 “万世一系”的天皇制

定为“国体”，而把立宪当作巩固国体的手段和形式，从而将国体和立宪糅合

在了一起，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任何欧美国家的、日本独有的立宪政体。他们

希冀通过制定将君权置于基轴的宪法，使 “固有的国体”日益巩固，并以此

规定今后整个国家机构的活动。

明治宪法本身，体现了维新领导人和宪法制定者的良苦用心。一方面，

明治宪法坚持“钦定宪法”的形式，天皇 “依承于祖宗之大权……宣布此不

磨之大典”，而且“朕及朕之继承统治子孙执提议权，议案交付议会，议会依

此宪法规定之要件决议之，朕之其他子孙臣民不得敢试纷更”①。明治宪法还

规定主权在君，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独揽行政、立法、司法、

军事等大权，而将国民置于 “臣民”的地位。另一方面，明治宪法又是非西

方国家中第一部具有近代体裁的宪法，不仅设定了立法、行政、司法 “三权

分立”，还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不可否认其在形式及内容上具有

某种近代性质。这样，日本就形成了特有的明治宪法体制 ( 参见图 1) 。

图 1 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

维新领导人本期望通过颁布宪法，实现 “上统元首之大权，下展股肱之

力，依大臣的辅弼和议会的翼赞，机关各得其所，进而明臣民的权利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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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引用的“宪法发布敕语”和“明治宪法”的有关条文，均译自: ?大日本帝宪法?、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9 宪法构想?、岩波书店、1989 年、429—434 頁。



日本学刊 2018 年第 3 期

以期日益增进其幸福”①。但是，将源自两种不同原理的要素糅合在一起的明

治宪法，本来就包含着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再加上其中有诸多暧昧、

模糊的规定，使明治宪法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和漏洞，如天皇的权威和

权力问题，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制衡问题，军队统帅权的独立问题，还

有宪法之外元老、重臣的干政问题等。在这种宪法体制下，很容易导致对明

治宪法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机制上的问题，从

而为从明治宪法体制中衍生出另一种政治力学结构提供了可能。

近代日本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完全超出了维新领导人当初的设想。由于

明治宪法本身具有缺陷和漏洞，再加上日本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近代日

本的政治实践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明治宪法体制中的天皇→行政、立

法、司法 ( 三权) →臣民的垂直统治结构，演变成了天皇 ( 权威) →藩阀元

老、政党、军部 ( 政治主导势力) →民众 ( 舆论) 的新政治力学结构。在这

一结构中，第一层是天皇，高高在上拥有绝对权威，但并不拥有多少具体的

政治权力; 第二层是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三个政治集团或者说政治势力，即

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这三种势力相互牵制和斗争，都想利用天皇权威和

民众舆论来争夺和拥有政治上的主导权; 第三层是民众，他们属于被统治阶

级，但也会通过舆论和行动对实际政治过程发挥影响作用。( 参见图 2)

图 2 近代日本的政治力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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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藤博文 ?宪法义解?、岩波书店、1940 年、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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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第一，虽然天皇在两个结构中都居于顶端，但相比明治宪法

体制而言，天皇在新的政治力学结构中基本上只拥有权威性。第二，明治宪

法体制中形式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但由于宪法制定者以为 “司法

不过行政之一部”①，在现实中司法也很难形成与行政、立法相抗衡的势力，

三权之中实际仅存行政、立法二权; 加之军事权在明治宪法中占有特殊地位，

从而出现了行政、立法、军事三权并立的局面，在这三权的基础上形成了藩

阀元老、政党、军部这三种政治势力。第三，明治宪法体制中的 “臣民”，在

新的政治力学结构中衍变为“民众”，也意味着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发生了

变化。天皇 ( 权威) →藩阀元老、政党、军部 ( 政治主导势力) →民众 ( 舆

论) 这一政治力学结构，从根本上规定着近代日本政治的格局和走向。

下文将从明治宪法体制和近代日本政治力学结构入手，结合日本的政治

文化特点，对近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展开分析，力图通过分析揭示明治维新与

近代日本政治的关联。

二、近代日本政治架构中的天皇

在明治宪法体制中，天皇拥有绝对权威和权力，居于政治体制的顶端。

明治宪法第一章为“天皇”，规定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 第

一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 第三条) ，“天皇乃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 第四条) 。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天皇 “行使立法权”，“天皇召集帝国议会，

并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 “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

文武官吏之俸禄及其任免”; “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

常备兵额”; “天皇行使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权”， “天皇宣布戒严”，

“天皇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 “天皇命令大赦、特赦、减刑及恢复权

利”等。

可见，明治宪法的制定者用近代宪法的形式，赋予了天皇唯一正统性的

源泉，确立了主权在君的原则，使天皇统揽了所有统治大权。“但是作为维新

的真正创业者，他们心里清楚，维新的根本使命决定了这个政权既不可能是

真正的天皇专制式，更不可能是天皇以外的其他任何个人的专制统治。”②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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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伊藤博文 ?宪法义解?、94 頁。
武寅: 《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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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明治宪法制定的伊藤博文也阐明: “盖总揽统治权乃主权之体，依宪法条规

而行乃主权之用。有体无用失之于专制，有用无体失之于散漫。”① 因此，在
明治宪法体制中，对天皇的权力做出了种种限制，如在立法权方面，“天皇以
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 在国务方面，则需受国务大臣的 “辅弼”，
“凡法律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诏敕，须经国务大臣副署”; 而在军队统帅方
面，也要依赖相关“责任大臣”以及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的“辅翼”。

也就是说，名义上天皇具有神圣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位于中央集权国家
体制的顶点，但并不能无限制地直接行使这种权力。“与天皇权威的绝对性和
无限性相比，明治宪法体制中天皇的权力部分则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且，

“天皇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及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应该是中国皇帝那种客观的、物
质的支配，而应该是无形而高尚的心灵的支配。被置于这种意境中的统治权，

已经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 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它已经与精神的权威
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伸缩自如的力量，虽然宪法承认它统治日本，但是用现
代政治学的尺度去衡量和检验，则这种权力不能不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虚空
感”。②

上述状况，与日本的“君临而不治”以及 “在臣为政”的政治文化传统
有着密切关系。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真正掌握实权的时候并不多，大约只有

一二百年的时间。实际上不仅天皇，就连幕府的将军也有这种倾向。暂且不
说镰仓时代、室町时代的将军，即便如江户时代，除了德川家康、德川吉宗、

德川庆喜等少数将军以外，基本上都是把权力交由臣下来行使。各诸侯大名
也是如此，其中最有名的是长州藩的毛利敬亲。幕末时期，在尊王攘夷派掌
握了长州藩的主导权时，毛利表示 “そうせい” ( 大意是 “就这样吧”) 而
主张攘夷; 但当佐幕派掌握了藩政后，他又表示 “そうせい”而压制高杉晋
作、木户孝允等攘夷派; 而在尊王攘夷派再度控制藩政、举兵对抗幕府的第
二次征伐长州时，他还是说 “そうせい”表示支持。因此，人们在背地里将
毛利敬亲称作 “そうせい侯”。③

天皇在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具有既是神又是人的两重属性，即
“现人神”。天皇的这种性格特质，为日本出现强调天皇神性的一面或是强调
其人性的一面等主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中，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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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伊藤博文 ?宪法义解?、27 頁。
武寅: 《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第 89、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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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天皇神性的一面。强调天皇的神性，自然会突出天皇的神圣性、权威性和

正统性，但相应地就会降低其人性一面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天皇就应

该少干预政治和人事，“天皇最好不要在国民面前行使具体的权力……最好的

方法就是以一种超越性和多样性兼备的形象君临天下，也只有这种形象才能

与其使命相吻合”①。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深谙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

所以在其主持制定的明治宪法中，虽然规定天皇拥有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

但同时又对其行使具体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

天皇对自身地位及角色的体认，及其在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也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脚。在倒幕维新之时，明治天皇只是个 15 岁的少年，即

便有心掌权也不可能实现。从倒幕维新前后频繁发生的所谓 “夺玉”事件可

以看出，天皇不过是各种政治势力试图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明治天皇成年后，

曾出席内阁会议和大本营会议，以及制度上并无规定的御前会议。昭和天皇

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出席过十几次御前会议，以决定侵华战争的

根本方针、缔结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接受 《波茨坦公

告》等。但是，“在御前会议上天皇一般都不发言”②。天皇只有两次积极发

言的例外，一次是“二·二六事件”，一次是接受《波茨坦公告》。③

诚如安丸良夫所说: “在近代天皇制的历史上，天皇个人的意见与能力和

天皇所体现的权威之间的差距甚大，与前者相比，后者带有巨大的绝对权威

印记。二者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是因为很多人希望借助天皇的权

威来赋予自身的愿望、欲求以普遍性意义，并从自我内部汲取可能性与活力，

这样一来，他们就需要寻求一个权威性中心。因此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们

需要一个作为权威的天皇，所以才把它制造出来。”④ 维新领导人制造出这样

的天皇，是因为对打着天皇的旗号举行倒幕维新和建设近代国家的人来说，

天皇的正统性能够赋予他们的行动以正统性，天皇的权威性会使他们的施政

拥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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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安丸良夫: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徐滔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第 213 页。

竹内理三等编: 《日本历史辞典》，沈仁安、马斌等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
第 294 页。

三岛由纪夫对天皇在“二·二六事件”和结束战争问题上的发言非常不满，认为天皇应该是
神，并为“二·二六事件”写了《英灵之声》，在结尾处再三发问“天皇为什么要变成人呢”。参见
安丸良夫: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第 219 页。

安丸良夫: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第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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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皇形式上“总揽统治权”和实际上 “统而不治”，这种绝对权

威与实际具体权力之间的巨大反差，很容易给近代日本的政治实践造成混乱，

导致出现政治多元化和政出多门的现象。丸山真男指出，明治宪法虽采取了

“大权中心主义”和“皇室自律主义”，“却造成了非依靠元老重臣等超宪法

的存在作媒介就无法使国家意志达到一元化的体制”。而且，“‘辅弼’说到

底，就是一边揣度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源泉的天皇意志，一边通过向天皇进言

来对其意志赋予具体内容”。① 在维新领导人健在的年代，这种内在于宪法体

制的问题还不够突出，因为他们可以靠自身的影响力做到 “使国家意志达到

一元化”。但是，在他们去世或退出政治舞台后，这些问题便成为日本政治中

难以克服的顽疾，一直困扰着近代日本。这是维新领导人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京极纯一认为，近代日本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和权力所在不明的 “无

责任体制”。② 在这样的体制中，天皇的主要作用基本上是对各种势力进行协

调，对“众意”加以确认，以维持统治集团的 “全体一致”。而统治集团

“众意”的形成及其政治路线和政策的确立，则取决于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的

消长。当然，人们也不用担心在日本会出现权力真空，近代日本政治自有其

运行机制。如前所述，在明治宪法体制下，衍生出了新的政治力学结构，藩

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政治势力，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围绕政治主导

权展开激烈斗争，从而呈现出政治的犄角之态势。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

总会有一种政治势力占据上风来主导政局，其结果，在近代日本出现了政治

的多元化与相对一元化并存、三种政治势力轮流执掌政权的特有局面。

三、近代日本的三种政治势力

在近代日本政治力学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次并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是藩

阀元老、政党和军部这三种政治势力。虽然在明治宪法体制下，他们只有辅

弼天皇的责任，但由于天皇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权威，所以这个中间层实际上

居于近代日本政治的中枢。这三种势力犹如近代日本政治中的三匹马，都想

由自己来驾驭日本政治这辆马车的走向，因而围绕政治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

—621—

①

②

参见丸山真男: 《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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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宪法做出对本集团有利的解释。近代日本

政治的最理想状态是在天皇的权威之下各种势力取得平衡，但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总是很难达到势均力敌。结果，随着时代的发

展，藩阀元老、政党、军部依次占据优势地位，近代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几经

易手，出现了从藩阀元老政治到政党政治、再到军部政治的交替局面。

近代日本政治的这种独特现象，也与日本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共同

体主义 ( 集团主义) 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日本社会的基本单位

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相互区别、异质的共同体。共同体对其成员而言，不

仅是共同生活的场所，还是提供安全与秩序以及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是共

同体成员生活价值的保证和根据。这样，共同体对其成员而言便具有头等重

要的意义，是优越于其成员的存在。共同体不仅是忠诚和效忠的对象，还是

牺牲和献身的目标。共同体优先、共同体利益优越于其成员的利益，是共同

体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行动

本身就被赋予了合理性。可以说，这种共同体主义政治文化是近代日本政治

形成藩阀、党阀、军阀等各种派阀，并在各大派阀内又形成诸多小的派系
( 如藩阀中的长州派、萨摩派，政党中的政友会、民政党，军部中的陆军、海

军等) 的社会基础。①

藩阀元老来自于倒幕维新的西南强藩，即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

前藩，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倒幕维新成功后，出身于这

些藩的维新功臣们垄断了政治，政治家和官僚基本出自这几个藩。虽然他们

之间也有争斗，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如围绕 “征韩论”的斗争，导致西乡隆

盛 ( 萨摩藩) 、板垣退助 ( 土佐藩) 等下野; 在 “西南战争”中，维新元勋

之一西乡隆盛兵败自杀; 下野的板垣退助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十四年

政变”，又罢免大隈重信 ( 肥前藩) 在政府的职位等。但总体而言，明治时代

的政治权力基本被包揽于这几个藩构成的藩阀之手。

1889 年 ( 明治二十二年) 11 月 1 日，天皇向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和

萨摩藩的黑田清隆颁布了 “元勋优遇”诏敕，标志着元老的正式诞生。成为

元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维新元勋、萨长藩阀首领、任过首相或大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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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崔世广: 《日本人的社会秩序意识与政治行为方式》，《日本学刊》199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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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受过 “元勋优遇”和 “匡辅大政”之诏。① 从 1889 年元老产生到 1937

年最后一位元老退出政治舞台 ( 元老西园寺公望因身体原因，推掉了推荐后

继首相之责) ，元老政治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跨越了

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元老们利用其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充分发挥了

推荐后任首相以及政治协调等政治功能。②

日本的近代政党出现于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和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开展的

时代。1874 年，板垣退助等创立了立志社，1875 年成立了爱国社。1880 年，

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 “国会期成同盟”。日本政府于
1881 年 ( 明治十四年) 发布“召开国会敕谕”，决定以 1890 年 ( 明治二十三

年) 为期召开国会后，民权运动家开始着手组建近代政党。1881 年成立了以

板垣退助为党首、主张自由主义的自由党，1882 年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党首、

主张议会主义的立宪改进党。自由党汲取了立志社的源流，主要以地方农村

为基础，而立宪改进党则得到了城市的实业家和知识阶层的支持。

国会召开后政党势力获得很大发展，但在明治时代，政党势力还是无法

与藩阀元老的势力抗衡。到了大正时代，随着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政党的

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开始乘着民主主义的东风谋取政治上的主导权。1913

年兴起的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出发点。大正民主运动

的主要目标，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范围内，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军

部等特权阶层的权力，而使议会、政党成为政治的中心，扩大人民群众参加

政治的范围。第一次护宪运动打击了藩阀和军部势力，1918 年的 “米骚动”

推翻了寺内正毅内阁，代之成立了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的内阁。1924 年以

第二次护宪运动为背景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从这时起，由众议院第一大党

首脑组阁的政党内阁形成惯例，政党取得了政治的主导权。

然而，元老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政党内阁的惯例仍取决于掌握首相奏

请权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个人的判断。而且，1913年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仅废除

现役制，军部大臣仍由陆海军的大将和中将担任，不可能组织完全由政党成员

组成的内阁。尤其在 1930年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而发生干涉统帅权问题

后，以军部和右翼势力为中心的法西斯势力激烈攻击政党，特别是批判政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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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近代日本，前后共有九人成为元老，他们是伊藤博文、黑田清隆、松方正义、西乡从道、
山县有朋、大山岩、井上馨、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除了西园寺公望出身公卿外，其他八人均为西南
强藩出身 ( 长州四人、萨摩四人) 。

参见安志达: 《论日本近代元老政治》，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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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的勾结、政党的腐败和争权夺利。1932 年犬养毅内阁因“五·一五事件”

而倒台，西园寺促成建立所谓举国一致的斋藤实内阁，二战前政党内阁的历史

遂告结束。从此，日本政治进入了军部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

日本的军部也形成于明治时代。在明治时代的军队初创期，受西南战争

以及“竹桥事件”① 的影响，日本政府着手防止军人干预政治，陆军卿山县

有朋发布了 “军人训诫”，论述了军队纪律的必要性，要求军人不得参与政

治、应绝对服从长官等。② 1882 年 1 月 4 日，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 “军人敕

谕”，进一步论述了天皇必须固持军事大权，以及军人必须遵守忠节、礼仪、

武勇、信义、质素等五项内容。③ 加之，在明治时期统帅军队的首脑均是明治

维新的藩阀元勋，他们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影响力足以掌控军队，所以没有出

现军队不服从统帅的根本性问题。但是，明治宪法体制存在的漏洞，为军人

干政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伴随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军队规模不断扩大，

军队在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军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集

团，而这个集团的首脑便是军部。

明治宪法规定陆海军统帅权及军队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导致

掌管军令事项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脱离内阁和议会而推进独立的政治路线。

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统治中国台湾与朝鲜，维持和扩张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范围，需要加强军事力量，从而使这种倾向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终于从制度

上确立了军部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态势，即元帅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无须

同内阁及政府各机关协商，只要得到天皇的同意就能决定兵力和用兵事项。

再加上明确规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使得军队上层能够左右内阁的军事决

策及对外政策，而且还规定军令为敕令事项，不受内阁和议会的干涉。

军部势力在政党政治盛行的大正时代，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和打击。但

是，进入昭和时期以后，面对国内外出现的经济萧条、农业和中小企业凋敝、

裁军等堆积如山的问题，政党内阁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解决办法。于是，军人集

团便企图趁机建立以军部为中心的强力政权，把国家置于军队的支配之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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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878年 ( 明治十一年) 8 月 23 日夜，近卫炮兵大队的士兵数百人发生叛乱，他们杀害了予以
制止的大队长宇都宫茂敏少佐和值班士官深泽巳吉，想由竹桥的兵营向赤坂的临时皇宫进发进行“强
诉”，立即遭到镇压。陆军裁判所对他们的处分相当重，首谋者三添卯之助等 53 人于 10 月 14 日被处
以死刑 ( 后追加两名) ，其他 300 多人也相继受到了处分。

?军人训誡?、由井正臣·藤原彰·吉田裕编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4 军隊 兵士?、岩波书店、
1989 年、162—172 頁。

?军人勅谕?、由井正臣·藤原彰·吉田裕编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4 军隊 兵士?、172—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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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明治宪法的“统帅权独立”为依据，攻击政党“干犯统帅权”，批判政党

政治是“政党的横暴”，并多次发动针对政党、财界、元老重臣的暗杀或武装政

变。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陆军大臣对处理事变、退出国际联盟

及有关中国政策的发言日益强硬。1932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更是极大地增

强了陆海军大臣干涉政治、排斥政党的发言权，进一步扩大了军部的权势。直至

后来，发展到直接干涉首相和陆军大臣人选推荐，军部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政党、元老和重臣无力抑制军部的崛起。这不仅因为军队所策划的一系

列暗杀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还由于在日本的政治力学结构中，没有能够有

效制止军部干政的机制。一旦军部执政权的牛耳成为一种潮流，政党和元老、

重臣就变得无能为力。1937 年，元老西园寺公望因身体原因开始从政界隐退，

政党也在军部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步步退却，最终导致了军部法西斯体制的确

立。到 1940 年，政党全部解散，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

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之路。

四、民众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的影响

在近代日本政治力学结构中居于第三层次的是民众。明治宪法体制中，

日本国民属于“臣民”，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是，作为被统治者，其作用也

是不能完全被忽视的。这是因为: 第一，不论是为了抵抗西方列强，还是建

设新的强大日本，抑或是对外扩张，都离不开下层民众的支持。第二，从天皇

与臣民的关系来看，虽然天皇的正统性来源于神授，但臣民也是天皇要护佑的存

在。明治宪法发布敕语中就宣称“朕谨以国家之昌盛与臣民之幸福为中心之欣

荣”，如果大多数臣民对现状不满，只能表明天皇政府的失政。第三，模仿西方文

明建设近代国家的日本，也不能无视西方的权利观念。在明治宪法中专设一章规

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其中虽然做了诸多限制，但还是规定了民众享有的若干

权利。这些都为民众和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发挥影响提供了可能。

另外，民众和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过程发生作用，还与日本政治文化中

顺应和追随“大势”的传统有关。丸山真男在 《历史意识的古层》中指出，

日本人的历史意识中具有重视历史变化“趋势” ( 或 “大势”) 的特征①， 这

种历史意识反映到政治上，便成为日本政治文化中 “追随大势” ( 或时势)

—031—

① 丸山男 ?历史意识の ?古层?? 、?丸山男集? 第 10 、岩波书店、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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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尊崇和顺应历史变化趋势的政治文化，使日本人对政治的 “气候”

和“环境”十分敏感，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形成某种势头，另一方面

在政治的潮流和大势面前，往往采取无条件承认和追随既成事实的行为。①

在日本，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是政治家必备的重要素质，“识时务者

为俊杰”这一信条也被不断实践着。原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家臣的诸大名，

在关原之战 ( 1600 年) 后，看到天下大势已归德川氏，转而臣从之而成为德

川幕府的外样大名。幕末维新时期，诸多原德川幕府的大名，在幕府军于鸟

羽—伏见之战失败后，看到幕府大势已去，便纷纷举起 “勤王”的大旗，反

对幕府; 德川庆喜亦能鉴于形势，交出江户城投降。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日

本人灵活适应、顺从历史趋势的基本态度。就是在对外关系上，也如亨廷顿

所指出的那样: “自从一个世纪前出现于世界舞台以来，日本一贯采取了追随

战略，与有势力的大国结成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大英帝国、20 世纪
20—30 年代与法西斯强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结为同盟。”②

前文所述的三种政治势力总是处于相互牵制、相互斗争的紧张关系中，

并利用一切条件为本集团谋取权力和利益。对他们来说，除了居于政治顶点

的天皇权威外，另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则是居于底层的民众。一方面压制、

一方面又利用民众舆论，以使本集团在政治角逐中处于有利地位，是近代日

本三种政治势力惯用的手法。这样，近代日本政治随着 “时势”的变化而变

化，而民众舆论恰恰在形成“时势”时起着重要作用。

早在幕末维新时期，维新领导人就明白除了利用天皇权威外，还要掌握、

利用“公议”和“舆论”。他们先是利用天皇名义和幕末舆论实行 “尊王攘

夷”，后来乘着幕府威信失坠的时机又促成反对幕府的 “公议”，成功地实现

了倒幕维新。明治新政府成立后，维新领导人一方面对民众进行压制，一方

面也不得不对民众的能量有所顾忌，表明了重视民众舆论的姿态。在维新派

取得政权后发布的《王政复古大号令》、《五条誓文》和 《政体书》中，都提

出诸如“民为王者之大宝”，“为扫除旧弊、广开言论之道”，要 “皆须尽力

发表至当之公议”; 宣明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要 “建立议事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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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蒋立峰主编: 《日本政治概论》，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440—442 页。
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 ?文明の衝突と21 世纪の日本?、铃木主税、集英社、2000 年、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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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行舆论公议也”等。①

最早对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产生较大影响的民众舆论，来自于自由民权运

动。1874 年，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人为了打倒藩阀专制，使国民

舆论能够反映到政治中，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并将建议书在

报纸上公布，以谋求国民舆论的支持。以此为契机，自由民权论迅速高涨起

来。1877 年，立志社提出 “立志社建议”，列出八项批判专制政治的弊害，

要求设立民选议院，这成为此后民权运动的目标，获得了地主和工商业者的

支持，发展为广泛的国民运动。1880 年，民权派结成 “国会期成同盟”，打

算向天皇请愿开设国会。面对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之势，明治政府一方面制

定“谗谤律”、“新闻条例”和 “集会条例”等，对自由民权运动进行压制，

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态度，于 1881 年宣布十年后开设国会。应该

说，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对明治宪法的制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众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产生的最大影响，集中体现为在大正年间

出现政党政治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进入大正时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化，以及国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长，日本进入了近代第二个积极吸

收西方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美浓部达吉 “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
“民本主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流行，呼吁政党责任内阁和实现普选

的声音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出现了打倒藩阀专制、要求确立民

主和普选的运动。1913 年，在藩阀桂太郎任首相期间，爆发了日本近代史上

第一次护宪运动，这次护宪运动以 “打破阀族、拥护宪政”为口号，在日本

全国各地广泛展开，最终推翻了桂太郎内阁，成为大正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在这样的风潮中，1918 年政友会总裁原敬出面组阁，政党内阁应运而生。

本来，由于大正初年的陆军增设二个师团问题，以及西门子事件② 的影

响，军队的威信已经降低，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 ( 1922 年撤兵) ，使否定军

国主义的潮流开始出现。例如，父亲斥责儿子时会说 “现在送你去当军人”，

人力车夫不愿意给军人拉车，民众不愿意将房屋借给演习士兵，年轻军官很

难找到结婚对象，种种现象明显表明军人形象的下降。③ 在民众参政、反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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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政复古大号令》、《五条誓文》、《政体书》，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 《明治维新的再探
讨》，第 167—169 页。

德国西门子公司向日本海军当局行贿的事件。1914 年 1 月该事件被曝光，引起舆论的强烈谴
责和民众的抗议浪潮，导致山本权兵卫内阁倒台。

桥川文三·鹿野政直·平冈敏夫编 ?近代日本思想史の基礎知识?、2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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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干政的风潮下，1924 年日本又掀起第二次护宪运动，该运动推翻了清浦奎

吾内阁，建立了护宪三派内阁，使日本的政党政治走向全盛。

但是，这种民主主义高涨的时代持续时间并不长。正如大正民主主义的
旗手吉野作造所言: “大正五年如我的所谓民主主义论之所以成为世人的热议
话题”，其中一个原因是“适应了时势的要求”。①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民
主主义”似乎已经变得不流行了。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经济受到世界经
济危机的沉重打击，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状态，出现了工厂倒闭、工人失
业、农民贫困等现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风潮也开始改变方向，新
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影响日增。

1932 年，继“血盟团”事件之后，5 月 15 日发生了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
“五·一五事件”。这一天，以军队青年将校为中心的一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

警视厅、内大臣宅邸、政友会本部等，犬养毅首相中弹后翌日身亡。很明显，
“五·一五事件”是集团恐怖活动，旨在否定政党政治，建立军部中心的政
权，对国家实行法西斯主义化的改造。

但陆军对“五·一五事件”的公审过程，却充满了戏剧性。事件的主谋
者在军事法庭上慷慨陈词，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强调发动政
变的动机是为了突破国难和解除农民的贫困。他们的辩护词被大肆报道，蛊

惑了不明真相的国民，博取了民众的同情。为 11 名被告提出减刑的请愿书如
雪片般寄来，据说最后突破了 10 万人，其中有全用血书写成的，也有写完按
上血印的。另外，新潟县有九名青年各自从根部切断了自己的小指，夹在请
愿书里送了过来。陆军省将这些小指置于酒中加以保存，当装有小指的瓶子
拿到法庭时，审判官、检察官、被告、辩护人，甚至连旁听的人无不动容落
泪。结果，要求对参与 “五·一五事件”的军人予以减刑的运动蓬勃发展，

形成了一个“同情的白热化与感激的漩涡”的国民运动。②

“五·一五事件”后，成立了所谓的举国一致的斋藤实内阁，政党内阁时
代至此告终。但是，事件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在社会舆论澎湃的漩涡中，

人情压倒了国法，参与事件的军人得到从轻发落。这种无视国法而重视舆论
的审判，对后来激进军人的行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五·一五事件”中进行指
挥的原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后来回忆说: “‘五·一五事件’除了导致犬养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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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吉野作造 ?民本主义鼓吹时代の回顾?、 ?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 吉野作造集?、摩书房、
1976 年、430—431 頁。

角冈知良 ?非常时の非常时犯?、?文藝春秋? 1933 年 10 月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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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与一个警官的死亡之外，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国家改造运动的真意，

通过公判明确展现在国民面前。对血盟团的评价也变了，被叫作国贼的小沼

正和菱沼五郎也被称为国士了。”“如果没有这个逆转，我认为 ‘二·二六事

件’不会发生。我们所抱有的信念确实为历史的潮流带来了转机。”①

此后主导“二·二六事件”的中心人物，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当作国

贼遭到镇压。但是，尽管他们被视为叛军遭到镇压，历史潮流却不可逆转地

走向了军部法西斯主义。 “二·二六事件”后，陆军 “统制派”趁机清理和

排除了“皇道派”，军部则完全掌控了国家政权。而不知道事件真相的民众，

也被军部无情地带入战争的深渊，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上层统治阶级而言，下层民众和舆论既是他们统治管理的对象，又是

欺骗利用的对象。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首先关心的还是自身的利益，民众和

舆论往往只是实现他们目的的手段之一 ( 例如，即便在政党政治时期，在通

过《普通选举法》的同时，制定了 《治安维持法》) 。底层民众在既定的政治

框架内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宰，他们对现实感到不满时，往往只能在既有的

政治势力中做出选择。再加上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统治阶级

对民众舆论的煽动利用，也会影响到民众舆论的走向。因此，在近代日本政

治的发展过程中，民众舆论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五、结 语

明治维新对近代日本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维新革命的实际经历者、

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板垣退助，在大正中期曾将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

国家运动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维新革命，“第一的明治初年的维新革命是解

决‘国家统一’问题的运动; 明治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是完成 ‘个人的自由、

独立、自治’的运动，是以‘解决权利问题’为目的的; 大正年代的 ‘第三

维新的问题在于解决生活问题’”。② 而“五·一五事件”的参与者后藤映范，

在其记述的《五·一五事件陈情书》中则说，在感受到国难的非常时刻，决

心以非常手段实行国家改造的自身原因有两个，“即从军队教育以及军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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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古贺不二人 ?初めて语る五·一五の相?、?文藝春秋? 1967 年 6 月号。
长谷川如是閑 ?吉野作造博士と彼れの时代?、?近代日本思想大系 17 吉野作造集?、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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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信念，和由明治维新史以及维新烈士研究所得到的信念”①。

但是，明治维新对近代日本的决定性影响，应该还是来自于明治宪法体
制这一国家政治体制。正如武寅所指出: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国家政体
建设上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和表现出的强烈反差，归根结底都与明治宪法体制
的内部结构特点有关。”② 明治宪法自 1889 年颁布到 1945 年因战败废止，前
后历经 56 年一直没有修改，从根本上规定着近代日本政治的发展过程和方
向。明治宪法体制中存在的矛盾和内在缺陷，为宪法体制内的各种政治势力
利用宪法规定的模糊和漏洞“解释修宪”提供了可能。

在近代日本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在日本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形成了

天皇、政治主导势力和民众这三层构成的政治力学结构。其中，居于顶层的
天皇基本上只是权威性的存在，居于中层的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这三个政
治集团是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势力，居于底层的民众则既是统治阶级压制的对
象，同时又是他们利用的对象。这三种政治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权威，对明
治宪法做出对己有利的解释; 一方面利用民众舆论的“大势”，形成对己有利
的社会环境，以此来争夺政治上的主导权，结果形成了近代日本政治中藩阀
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势力相继执掌政权的独特现象。由于藩阀元老、政党
和军部三种势力的起源不同，其自身性格也不同，随着军部法西斯掌握了日

本政治的主导权，将日本拖入疯狂对外侵略战争的深渊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明治维新之初，维新领导人灵活适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抓住历史机遇，巧
妙地利用天皇权威，实现了推翻德川幕府的维新革命。而后又克服了诸多国内矛盾
和危机，制定了天皇制立宪主义的明治宪法，建立了近代国家政治体制，最终完成
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但是，他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是在他们制定的明治宪法
体制下，政党和军部靠着体制的力量成长起来，而在军部建立法西斯政权后，发动
了以世界为敌的侵略战争，将日本送上了不归路。而最后能够阻止日本继续走这条
道路，并终止作为其根源的明治宪法体制的，只能是外部的力量。

总之，明治维新作为近代日本的起点和源头，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着近

代日本的发展道路，整个近代日本历史都是处在明治维新的延长线上。如果
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的关系，也许会对明治维新乃至
近代日本的性格特质，得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认识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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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後藤映範 ?五·一五事件 陳情书?、?现代日本思想大系 31 超家主义?、摩书房、1964
年、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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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iji Ｒestoration and Modern Japan

Cui Shiguang

The Meiji Ｒestoration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Japan’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 and setting up of the congress. The Meiji constitution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Meiji government，which fundamentally defined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modern

Japan，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 Due to the defects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restriction of Japanese political culture，a new political structure

was derived from the Meiji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the actual political operation of modern Japan. In

that structure，the emperor at the top had only formal authority，and three other political groups，

namely feudatory senior members，political parties and military headquarters，became the leading

political power.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would also influence politics through the public

opinion.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unique scene in modern

Japan，in which feudatory senior members，political parties and military headquarters took power

in turn. Throughout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iji Ｒestoration and modern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some new insights of characteristics of Meiji

Ｒestoration and even modern Japan can be generated.

明治维新と近代日本
崔 世庀

明治维新は、 开国から明治宪法布、 国会开设までの;史的过程である。 明治新政府

の确立した宪法体制は、 近代日本の政治过程を根本的に规定し、 近代日本の"展に大き

な影响をえた。 明治宪法体制には欠?と不备があり、 さらに日本の政治文化の制约に

よって、 近代日本の宓际の政治运の过程の中から新たな政治力学の构造が生まれた。

この构造のトップにいる天皇は基本的に!威性のみをもつ存在で、 中间层にいる藩阀の

元老·政党·军部という3つの政治集$が指导的役割を果たす政治势力となり、 底@に

いる民众も世论によって政治に影响をえた。 それぞれの政治力が相互に作用し、 近代

日本では藩阀の元老·政党·军部の3つの势力が顺に!力を掌握し、 藩阀元老政治·政

党政治·军部政治が相次いで登场するという独特な状浞が生まれた。 ;史の连性の视

点から改めて明治维新と近代日本の-を见ることは、 明治维新や近代日本の性质に

する再认识にとって新たなヒントがあるはずである。

( 责任编辑: 中 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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